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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先秦儒家论情，兼指情实与情感，二者统摄于诚的哲学根基，是内在生命在与

外境相接时真实无伪的显发。本真之情内含道德指向性，是构成恻隐、是非、羞恶、辞让

等道德情感或判断的初始动力。礼乐文明亦以情为人性基底，讲求“礼因人情而为之节

文”“乐由中出”。由此，形成性情贯通、情理交融的伦理格局。汉宋以降，“性阳情阴”

“性体情用”诸说渐次遮蔽先秦情论原初取向，情沦为性之附庸。重返先秦语境，既可揭

示道德动机所依托的情感之本源基石，也为社会规范提供“称情”的合法性判准，更可超

越西方伦理学中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接引一种更具生命温度的思想进路，为当代道德

哲学重拾情理相融的实践智慧提供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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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关于情的论述，蕴含丰富的生命体验，是道德意识在现实境遇中的显

现。然而，受既有的理论范式，尤其是宋明理学所确立的性体情用、性本情末之

二分架构影响，相关分析往往被纳入性情论①或情感儒学②中加以理解。该思路虽

有理论上的系统性，但在源流层面易陷人某种回溯性误读——将原本自发之情，

安置于形上之性的统摄之下。由此，情在先秦语境中具有优先于概念思辨、并为

道德判断提供动力与内容之基础作用，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进而，情之丰富意

涵易被简化为受支配的经验现象；情与道德实践之间的有机关联，也无法获得充

分的彰显。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诠释学研究 40 年梳理与省思”

（22BZX06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相关研究参见欧阳祯人：《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第 6-99 页；赵法生：《从性情论到性理论——程朱理学对原始儒家性情

关系的诠释与重构》，《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 5

期，第 139-148 页。  

② 相关研究参见杨虎、赵嘉霖：《情感儒学与生活儒学的思想拓展》，齐鲁书

社，2023，第 2-350 页；刘悦笛：《“性生于情”而非情生于性”——儒家

“情本哲学”的根本翻转》，《探索与争鸣》2021 年第 11 期，第 90-98 页。  



笔者认为，若仅把情看作性的附属物或衍生物，抑或将之功能界定在感性经

验的层面，实难以完整呈现先秦文献中情所展现的丰富意涵。因为，先秦情本身

就是道德本体在生活情境中的开显；道德生命的真切性，首要体现于情的自然发

动与真实流露。所以，情不是有待被赋予规定性的被动之物，而是内在蕴含价值

导向、可促发道德实践展开的鲜活力量。是故，悬置性对于情的优先性预设，直

面情在道德经验中的本源性并就此展开讨论，或能为理解先秦儒家伦理思想品格

开辟出一条新路。  

一、先秦儒家情论之意涵 

先秦时期，情范畴兼具情实、情感二义。情实指事物或情境的真实样态，《

论语》言“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1] (143)，句中情字即表诚实无伪的实情；

情感指人内在的喜怒哀乐等自然反应，《礼记》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

、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  [2] (689)，明确揭示情感不待后天习染的天性特质

。两种意涵彼此联系，均根植于真实无妄的存在状态：情实为存在之真，是客体

向主体显露的本来面目；情感为体验之真，是主体对境遇的本然回应。儒家将道

德生命安立于对真实性的确认与持守，外在境遇之真与内心感受之诚彼此映照，

从而构成生命存在之真实的不同展现。据此，以真诚为底蕴的情，成为儒家道德

经验的基石。《中庸》进一步将诚提升为天之道，申明“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

物”  [1 ](34 )，并主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1 ](33 )。真实的情感流露，是诚

在现实生命中的发用；对事物情实的尊重与顺应，亦是诚在实践中的体现。  

战国竹简的出土，为理解先秦情之意涵提供了文献印证。1993年发现的湖北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集中讨论了性、命、情、道的关系。“简文”聚焦性

情关系，明确提出“情生于性”命题，将情理解为性的显发。其云“喜怒哀悲之

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  [3 ](68 )，勾勒出性情内外相感的机制。喜

怒哀悲之气，指内在于生命的感受潜能，以气的方式蓄藏，意指情感得以萌动的

先天势能。性是该势能的总体，但不呈现为抽象静止的形上理则，乃是蕴含情感

向度的生命存在。当性与外物相接时，内在势能被引动，遂发见于外而成为具体

的情。  

“情生于性”之“生”，意谓显现、呈露，是内在可能性在具体情境中转化

为现实性的经历。《礼记》言“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 

[2 ](1083)，可与之相印证。静涵状态下的性不代表虚无，蕴含着动的趋势；感物而

动所产生的情，实为性的展开。从静到动，自内而外，构成连贯无碍的同一进程

。情在其中不承载贬抑意味，反被视作天性实现自身的本然通道。情之显发本身

已蕴含着对事物的价值感应，显露真实无妄的伦理潜质。依循此义，道德实践的



首要任务并不在于运用外在理性约束生活，而是让内在于性的情感在与事物交接

的过程中得以顺畅显发，从而导引出合宜的行动。  

在厘定性情关系的基础上，《性自命出》又提出“道始于情”命题，将讨论

视野从个体心性延伸至人伦价值。“道”指儒家尊崇的仁、义、礼等伦常规范与

人世准则；“始”标明了情在价值发生次序上的优先位置。道以情为起点，意味

着一切人伦规范的构筑皆须扎根于真实的情感体验。《论语》载有子之言“孝弟

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1 ](48 )，将对亲人的亲爱之情视为高层次道德原则“仁”

得以生发的根本。孟子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  [1] (292)，同

样将抽象的仁义理念落实在饱含情感的日常践行之中。荀子虽主性恶，但亦承认

“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牡而无男女之别”  [4] (93 )，认为人区别于禽兽

的礼义秩序仍须以情感关联为前提。相关论述均表明，儒家人伦之道的构设与推

行，源于对普遍人情的体认、尊重与提炼。  

然而，“始”不等于“终”，“始于情”也不等于“止于情”。情感的原始

样态可能质朴、囿于现实对象，甚至存在偏失，儒家的道德修养因而包含对始源

之情的涵养、扩充、调适，使之由近及远、自狭至广，逐渐升华为带有普遍规范

意义的道。没有对亲子之爱、恻隐之心的真切体验，仁道必会失去源头活水；若

不加以扩充调节，始源之情也难以完成从自然感受到伦理自觉的跃迁。“道始于

情”的命题，确立了情作为价值秩序之经验起点的地位，亦揭示了由情入道的修

养路径。它表明儒家伦理从不远离人的生命感受，一切道德规范与价值理想的正

当性，都需回溯至其能否安顿、提升、成就人之常情。因之，情的奠基功能遂与

道德的普遍要求贯通起来，避免了走向任情纵情或抑情窒性的偏失。  

上博简《孔子诗论》中“诗亡隐志，乐亡隐情”  [5 ](12 )的论说，将情志置于

诗乐教化的重心，显示出情在礼乐文明中的重要意义。清华简《保训》述舜“测

阴阳之物，咸顺不逆”  [6] (68 )，“测”字兼含察情度实之义，表明情实与情感的

意涵在出土文献中有迹可循。另外，儒家以情为道德源头的取向，在先秦诸子中

也有对照：庄子倡无情说，谓“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 [7] (229)

，意在借虚静超越世俗情感的拘限，将道德根基从经验情感移至本体之道；墨家

主兼爱，虽同诉诸情感，却将爱普遍化为无差等的施与，与儒家由亲亲之爱推及

仁民的情感次第形成鲜明对比。从效果上看，道家对情的警惕与墨家对爱的抽象

化，反衬出儒家情论的两个特质：以本真情感为道德之正，不视之为有待超越的

障蔽；以情感差等推扩作为伦理秩序的基本逻辑，不因抽象普遍性而消解情感的

具体性与切身性。  

综上可知，先秦儒家情论意涵可归结为三个层面。第一，情在存有论层面具

有直接性与真实性，被视为生命与外境相接时的本真显露。情兼指客观实情与主



观感受，二者在诚的哲学基底上获得统一。第二，情与性呈现为显发状态与潜存

根基的关系。通过“情生于性”的命题，情与性成为同一生命实在的不同样态。

性作为内在含藏未发的倾向与势能，须借由情在与事物交接中的显发来实现自身

，性与情相即不离。第三，情构成价值秩序与道德规范的生成根源。通过“道始

于情”的命题，儒家倡导的人伦原则与社会礼法，开端皆源于对普遍人情的体察

、认可与提升。亲子之爱、恻隐之心等天然情感为仁、义等道德观念的萌生创造

了条件。修养工夫的起始被确定于对本真情感的自觉涵养，随之加以扩充、调节

与升华，使自然感受逐渐发展为伦理自觉。以上诸层面一同描绘出情作为一种奠

基性伦理范畴的理论形象，该认识有助于摆脱后世性情二元论的解释框架，为进

一步探究情在道德判断与道德行动中的运作机理奠定思想基础。 

二、作为德性端芽孕育土壤的情 

在先秦儒家的伦理观照下，情不是价值中立或无涉道德的原始情欲。在自然

发用之中，情隐含了善的潜在形式与初始冲动，即道德指向性。它往往表现为情

感反应所天然带有的价值倾向，如子女对父母的敬慕与亲爱，并非价值无着的生

物性依恋，而是包含应当亲近、敬重父母的潜在判断与趋向。所谓德性端芽，是

指道德品质在生成初始阶段所呈现的细微、真实、具有发展潜能的萌芽状态。在

先秦儒家思想中，它来自具体的生命经验，由本真之“情”孕育和显发。孟子关

于“四端”的论述，是将情作为德性端芽的典型例子。他说：“恻隐之心，仁之

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1 ] (239)

心被理解为在特定情境下即时发生、自然涌出的情感反应。如恻隐之心的经典情

境，即“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并”所引发的怵惕恻隐之感。它被描述为“非所以

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1] (239)，表

明是一种先于功利权衡、社会评价甚至好恶情绪的不假思索的心理震动。同样，

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在初始状态分别呈现为面对不义时自发的厌恶感、处于

利害间自然的退让感、遭遇事理混淆时本然的明辨感，这些均是未经反思和雕琢

的情感体验。  

孟子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  [1] (360)

，强调知爱知敬的觉察力，实与特定的情感体验相伴而生。知不是后天的知识习

得，而是一种与情感共在、于情感中朗现的价值直观。同时，内蕴于情的道德指

向性，也是道德判断的根源。当主体面对某种情境产生特定情感时，情感本身即

构成对情境的评估与回应。见孺子入井而生恻隐，此情是对“生命当救”之价值

的肯认；闻不义之事而生羞恶，此情是对“此行为不当”的初步裁决。显然，情

感反应起到了道德知觉的作用，其先于复杂的理性推导，为后续的理性反思与价

值块择提供了动力。儒家所重视的良心良知的最初活动样态，往往借由“不安”



“不忍”等具备道德敏感的情感显露出来。情感亦凭借直接与真切，成为道德意

识动人心的重要方式。 

立足现象学视域，“直接”指向情感先于反思性判断的发生结构，表现为一

种意向性的原初给予，即恻隐之情先于“他者生命应被救助”的反思性判断，情

感本身乃是对他者危难的实时察觉，“察觉”已然携带价值指向。胡塞尔指出，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 [8] (117)，情感亦然——羞恶总是对不当之行的羞恶，此

“关于性”表明情感是意义在直观中的自我显示，区别于主观情绪的任意投射。

就伦理学而言，真切涉及道德动机的实感根基。威廉姆斯批评义务论将道德动机

建立在抽象理性之上，却忽略了行动者深层情感对行动理由的构成性意义 [9](150)

。先秦儒家所言不忍不安显然是深层情感，是道德原则得以在主体那里成为“真

切认信”而非“空洞认知”的前提，并不只是附着于道德原则的心理补充。简言

之，“直接性”使情感能够即时把握情境中的伦理特征，“真切性”赋予“把握

”以推动主体行动的规范力量，两者共同构成情感作为道德意识自我开显之源始

形态的基本规定。  

在笔者看来，先秦儒家的德性修养观，从未将理性与情感置于对立状态，或

以理性去净化情感。它的旨趣在于循情以养性，即澄清、扩充、实现情之中本有

的善端。澄清意指祛除那些障蔽情感本然发用的私欲、习气或外缘干扰，使情感

能够如其本然、合宜地呈现；扩充是在情感自然发露的基础上，沿着自身内在的

善的方向，由近及远、由狭至广地推展，使亲亲之情能通达于仁民，恻隐之心能

遍及于万物。该过程摒弃了以外在规范强行扭转情感的倾向，选择了让情感自身

所蕴含的道德潜能获得充分而完整的发展与实现。 

还需指明的是，在先秦儒家的实践智慧里，面对复杂事态的道德择常发勒于

直接的情感触动，构成了道德意识觉醒的征兆。情感以体验性的方式，将情境内

含的伦理迫切性直呈于主体，比之概念推理更为迅捷、切身，因而也更富有行动

的推力。而以情感为肇端的道德判断模式，有着重要的认识论价值。理性原则的

概括性与普遍性，在面对千变万化的情境时，有时会显得迟滞。直接的情感反应

，却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当下情境中最为突出的伦理特征，并作出倾向性回应。见

到弱者受欺凌而生发的愤慨，目不公时感受到的义愤，听闻善行时涌起的欣喜等

，都是对情境中价值属性的即时阅读与评价。它们构成了道德理性进行后续反思

、权衡、决断所不可或缺的经验基础。儒家对之多有体察，如《论语》言：“吾

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1] (114)此语固然慨叹德性修养之不易，但也从侧面承认

了“好色”之类自然情感所具有的强劲驱动力。儒家伦理学的目标之一，是期望

培养出一种对于道德价值如同“好色”般直接、自然且强烈的感性好恶与向往，

亦即令道德情感本身变得充沛等。 



因此，在道德实践中，情首先标志着伦理关切的觉醒。由情所启动的道德进

程，其后续发展固然需要理性的参与，如审度分寸、权衡轻重、抉择合宜等方式

，但整个过程的初始契机，常扎根于原初的不安或不忍。儒者的修养工夫，从未

舍弃情感的直接性，只是强调通过养气尽心等方法，使之趋于更加精纯、博大、

中正，从而使道德判断能够在情感与理性的和谐互动中，既保有真切的实践动力

，又获得清明的理性指引。  

三、作为礼乐文明之人性基底的情 

所谓人性基底，是指道德意识、价值认同、行为动力在人性结构中所处的基

础位置，它构成了社会规范与文明形态得以确立、理解并获得生命力的内在依据

。《礼记·坊记》说“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  [2 ](1400)，精辟地揭示了礼与

人情之间的关联。其中，因人之情指明了礼在发生学意义上的起源，即其种种规

范、仪节与差序结构，最初构想不是源于脱离生活经验的抽象设计，而是基于对

生命普遍情感需求的体察与顺应。礼制亦可视为对自然情感表达方式的规范化定

型，“因”字恰切地表达了礼对于人情的依循与尊重姿态。“为之节文”阐明了

礼对于人情所产生的陶冶功效。“节”指调节与节制，旨在防止情感的过度流溢

或表达失当；“文”指文饰与美化，旨在使质朴的情感获得恰当、优美且具有可

理解性的表达形式。“礼”是指主动地对情感进行引导与塑造，使之脱离粗粝或

任意的自然状态，升华为一种合乎伦理、富有教养，能与他人及社群和谐共鸣的

情感表达方式。因此，节文的过程，也是养情、达情的过程。它通过合宜的仪式

与规范来涵养情感，使之趋于深厚中正，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情感理解与沟通提供

符号与渠道。 

荀子对情与礼关系的论述，将上述议题的内在复杂性充分展露出来。一方面

，他明确承认“礼以顺人心为本” [4] (579) “称情而立文” [4] (440)，将人情视为礼

乐制度得以成立的依据。丧礼之三年之丧所以不可损益，因其“称”人子哀痛之

情的深浅久暂；祭礼之“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  [4] (424)亦以情感之诚敬为

礼之本。该思路与孔孟一脉相承，皆以情为礼乐文明的人性基底。另一方面，他

主张“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4] (513)，“化性而起伪”成为修养论的中心命题

。性恶之性，主要指好利、疾恶、好声色等自然情欲，荀子认为此类情欲顺是则

必生争夺、残贼、淫乱，故须以礼义法度矫饰、扰化之。 

表面观之，“顺人心”与“化性”似构成对立：前者以人情为礼之根据，后

者以人情为需加转化之物。然对立实扎根于荀子对情的二元区分。《荀子》言“

人之情，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舆马”  [4 ] (78 )，属好利之情，为礼之

所节；又讲“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

亡如存，终始一也”  [4] (433)，属哀戚之情，为礼之所因。前者偏重于欲，后者偏



重于情。荀子对比虽未如后世理学家那般严格分判，但在自身思想中确有隐性区

分：与欲相涉的生理性诉求，因其顺是则乱，需以礼化之；与伦常相涉的德性情

感，如哀戚、恭敬、亲亲等，被视为礼义生发的人性根基。化性起伪所化之性，

实偏指前者，而非否定后者。由此，“礼以顺人心为本”与“化性起伪”在荀子

体系中可并存，即礼的合法性来自对哀戚、恭敬之情的顺应，礼的实践功能则体

现为对好利之欲的节制与转化。二者统一于“称情而立文”的总则——称其当因

之情而因之，当化之情而化之，皆以情之实然为尺度。由此观之，荀子对情的处

理不是简单的矛盾化解，而是在因情、化性之间建立起一种互为条件的关联：礼

乐既源自对伦常之情的体认，又承担着对自然情欲的引导。 

不难看出，“礼因人情而作”命题在理论上实现了社会规范与生命情感的统

一。而作为礼乐体系命题，确立了乐、情之间的本质性联系。不可变强调乐在本

质上即是情感的外化与显形。情感蓄积于内，自然要求外在的表达，而当表达被

赋予特定的声音、节奏与舞容，并组织为和谐有序的形式时，便成为乐。是故，

乐可视为情的艺术升华，“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 [2 ](1077)。还

有“乐由中出”之说，指明了乐的动力来源与伦理指向。中即是内心，是情感生

发之本源。乐从内心流出，功能在于疏导与安顿情感自身。儒家洞察到，未经雕

琢的情感可能失之偏颇或流于混乱，而乐凭借内在的秩序，如旋律的起伏、节奏

的疾徐、舞姿的俯仰等，为情感开辟了一条得以舒展并获得自我调理与净化的道

路。在音乐与舞蹈的实践中，个体情感超越私已的、混沌的内在波动，被纳入一

个和谐的形式结构，体验着从无序到有序、从阻滞到畅达的转化。此种在审美经

验中实现的情感调和，本身即构成一种道德修养，使心灵趋于平和与中正。 

更深一层，乐凭借源于人心又能感通人心的属性，成为连接个体情感与社会

伦理的桥梁。《礼记》认为，乐能“同民心”  [2 ](1076)，即能让不同个体在共同的

情感体验与艺术形式中产生共鸣，培育共通的道德感与群体归属感。当乐的内容

与形式浸染了伦理价值时，它对情感的塑造力便导向德性的熏陶。个体在践行或

欣赏乐的过程中，情感潜移默化地接受其中蕴含的伦理精神的浸润，从而实现从

自然状态的人心向道德自觉的道心的转化与提升，即所谓“情深而文明” [2] (1112)

。因此，在儒家礼乐文明的整体构架中，乐与礼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人情的安

顿与教化。如果说礼侧重于从外部提供行为的规范与情感的节度，那么乐则侧重

于从内部激发情感的和谐与伦理的共鸣。二者同源于情，且反过来滋养并提升情

。通过乐的实践，情感在一种审美的、共享的经验中完成自我净化与升华，个体

生命借此融入一个既有情感温度又有伦理秩序的文明共同体之中。  

可见，先秦儒家所建构的礼乐文明之人性根基与伦理动力，皆可追溯至情范

畴。礼的节文与乐的律动，都源于普遍人情，服务于人情的安顿、文饰、提升。



“称情而立文”既涉及情感的表达，也关联情感的培育与成全。礼通过仪式化的

程序，引导并塑造了哀戚之情的品质。如《礼记》中对丧礼细节的诸多讨论，焦

点不在于外在仪式的繁简，而在于能否恰切地传达与安顿丧者的真情。过于简略

可能被视作无情，过于奢华易流于表演而掩盖真情。理想的礼文，旨在实现情与

文之间的平衡，使情感能凭借仪式得以充分地流露，又不至于因过度宣泄而伤害

生者。在此过程中，个体自然的情感被引入一种兼具文明深度与社会关怀的表达

形式，情感本身亦得到纯化。因此，丧祭之礼的实践，可视为一种情感本体论的

展开：礼的终极合法性，来自其可切实地安顿与表达人最本真的情感。由是，礼

以“称情”为原则，代表了礼的价值根基深植于人性的情感土壤；礼以“立文”

为方法，传达了文明的形式乃是为了成全情感的生命。  

由此推论，所谓“仁者爱人”，其发端与贯穿始终的脉络，是真实无伪的爱

之情；所谓移风易俗，其得以有效推行的凭借，是礼乐对群体情感的塑造与引导

。是故，对先秦儒家情论之地位与道德功能的探讨，理论意义乃是还原整全的道

德生命图景。在那里，情感、理性、规范发生于同一生命本体，道德不表现为外

烁的律令，而内生于情感体验，是借助文明形式得以滋养和扩充的生命自觉。质

言之，情感的道德奠基作用与文明的建构功能，在儒家情论的阐发中获得了深层

次的统一。 

四、先秦情论的当代启示 

以情论视角考察先秦儒家伦理特质，它的基本形态可概括为“性情贯通”：

性为情之未发潜能，情为性之已发实态，二者并非先后相生的两物，而是同一本

体的两种存在方式；德性从恻隐等端芽扩充至仁、义、礼、智，乃同一生命趋势

由微至著的自然生长；礼乐制度亦非外在于情感的规制系统，而是人情实然状态

的体认与顺应。情不因礼而亡，反因礼而得其文；情不因乐而熄，反因乐而得其

和。文明与自然、规范与情感在此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成就。 

然而，以情为道德显现之源、礼乐文明之基的积极理解，在后世儒学中并未

得到一贯坚持。汉儒董仲舒将阴阳学说引入人性论，提出“性阳情阴”之辨：“

天之大经，一阴一阳；人之大经，一情一性。性生于阳，情生于阴。阴气鄙，阳

气仁。” [10 ](291)性情由此分判为各具气类来源的实体，价值亦高下有别，情因与

贪欲相连而转为需加节制的对象。东汉《白虎通义》虽称六情“扶成五性”，但

仍预设了性主情从的结构。至唐李翱《复性书》，径直以情为“妄”为“邪”，

主张“灭息妄情”以复性，先秦“情生于性”的连续生成关系至此被“情昏性匿

”的对抗模式所取代。宋儒继起，在消化佛老本体论思维的基础上，建构了更为

系统的性情二分架构。程颐首揭“性即理也”，确立“性体情用”的基本范式。

朱熹以“心统性情”将情纳入性与心的结构，承认四端之情为性之直接发用，但



将七情归于气所生、有待节制的经验情感；同时通过“理欲之辨”，使情在与欲

的连带中成为须加克制甚至超越的对象等。 

省思汉宋之变，可识一条情地位层层下移的思想轨迹。汉儒以阴阳论性情，

情被归为阴气而沦为性之附属；宋儒以体用论性情，情被贬为现象而失本体地位

。汉儒主“损其欲以其情”，宋儒倡“存理去欲”，情、欲日益纠缠，终成天理

的对立面。该演变的思想史后果至为深远：先秦儒家以情为道德端芽、礼乐本源

的情论，逐渐为后世“以理制情”的情观所遮蔽；“情生于性”的连续生成关系

，被“性体情用”的层级统摄关系所替代；“道始于情”的价值发生学命题，被

“复性灭情”的工夫论预设所覆盖。也许，笔者对先秦儒家情论的探析，其思想

史价值恰在于此。要知道，还原不是怀古，意在揭示被后世架构所遮蔽的理论可

能性。正如“蒙培元提出了‘回到原点’的中国哲学当代开展方法”  [11 ] (20 )，当

我们将情从性之附属、理之现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重新审视其在先秦文献中作

为道德显现之源、礼乐文明之基的饱满形象时，不能不承认后世性情论的演变虽

有哲学史的内在理路，却也付出了遮蔽儒家道德哲学另一种可能进路的代价。  

先秦儒家情论的当代哲学意义何在？首先，它为道德动机问题提供了一种内

含生命实感的诠释路径。当代西方伦理学动机理论长期陷于二元困局：义务论将

道德动因归诸理性对法则的敬重，却难以说明纯粹理性如何产生驱动现实行为的

实践力量；情感主义虽承认情感在道德中的位置，却往往停留于心理描述层面，

无法解释情感何以有规范性的权威。先秦儒家以恻隐、羞恶、不忍等情感为道德

意识的起点，展现出一种迥异于西方范式的动机模式。其中，道德动力来自情感

自身在面对具体情境时直接、不假思索的趋向性反应，天然蕴含着应当如此的意

义指向与不得不为的行动驱力。它将道德的“应当”与心理的“想要”联结为一

体，为当代伦理学走出义务论与情感主义的对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质言之，休谟将道德判断归诸情感，提出“理性是而且也应当是情感的奴隶

，除了服务与服从情感外，无法再有其他任何的职务” [12 ](339)，却难以说明情感

自身的规范性来源。康德反向立论，主张道德法则只能源自纯粹理性 [13]  (4 -7 )，情

感因偶然性与被动性被排除于道德动机之外。但在先秦儒家情论处，恻隐、羞恶

等情感不同于休谟意义上的自然情感，自身已内蕴应当的价值指向，情感不是理

性的奴隶，而是道德意识的原始形态。于是，作为道德动机的敬重感，被转化为

更具内在驱动力的悦纳感。由此，先秦儒家以情理交融而非情理分立的模式，为

道德动机问题开辟出一条既具规范性根基又不失实践动力的路向。  

其次，它为社会规范的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基于人情可感通性的证成思路

。近代以来，社会规范的合法性论证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诉诸个体理性的同意

，以契约论为代表；诉诸行为后果的效益，以功利主义为典型。前者预设了原子



式个体的理性计算能力，后者将价值简化为可通约的利益。先秦儒家取向显然与

之不同，认为一种规范制度是否正当，既不在于它是否经过每个人的理性选择，

亦不在于它能否带来最大效益，而在于它是否因人情、是否称情而立文。礼之所

以有效，不是因为出自谁的制定或承诺，而是因为它回应了人在丧亲时的哀戚、

在尊长前的恭敬、在得失之际的辞让等普遍而真实的情感。简言之，先秦儒家情

论为当代伦理学思考“何种规范是可欲的”提供了尺度：一种制度若长期压抑、

扭曲或无视人之常情，它的正当性便值得深究。 

最后，它为克服理性与情感、自律与他律的僵硬对立提供了情理交融的智慧

。西方现代道德哲学常将道德自律视为理性的自我立法，情感因之具有被动性、

偶然性而被归入他律范畴。理性与情感、自律与他律由此构成一组难以化约的对

立。然而，该“对立”在先秦儒家的思想图景中却无存身之地。孟子谓“理义之

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1] (336)，表达的是理性原则被主体情感层面欣然接纳

的状态，理义不是与情感对峙的外在命令，而是能够唤起内在愉悦的价值对象。

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  [1 ](54 )的境界亦当作如是观：矩是规范，是礼义，是天

理；心所欲是情感，是意愿，是自由。在理想人格处，规范不是从外约束的律令

，情感不是恣肆泛滥的冲动，二者在长期的修养和涵化中达成了和谐。先秦情理

交融的范式，为当代伦理学摆脱自律、他律的二元纠缠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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